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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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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在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实

证研究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当老龄化水平较低时,纵向的财政分权可以促进

人口大量迁入,而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自主度差异程度却对流动人口规模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当老龄化水

平超过门限值后,政府间横向差异和纵向财政分权收入指标的影响不再显著,但财政分权支出指标对人口流入

产生明显抑制作用.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政改革,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

动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和调整落实人口老龄化政策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人口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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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１].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

展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１６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２．４５亿人,比２０１５年末减少了１７１万人.当前绝对规模

的减少,主要是受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等经济社会政策的影响[２].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破除妨

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我国现行的财政

体制是以假定人口不流动为前提的,这造成我国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公共产品资源的分配方式都是

以户籍人口为基数.此外,财政分权会加剧政府间竞争,从而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等“显
性公共物品”的偏好,流动人口就更加难以获得所需要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最终导致劳动力

要素的流失,制约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既会改变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

与结构[３],也会通过推动产业发展、限制房价上涨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４][５].因此,为提高人口流动

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间财政关系与人口老龄化是需要同时考虑的因素.本文基于我国人口

快速老龄化的现实背景,研究分析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这对促进我国人口合理有序流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８１１



一、文献综述

一般来看,财政体制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户籍管制水平、房地产价格等因素存

在明显的联系,因而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影响流动收益和流动成本的方式,促进或者抑制人口流入或者

流出.黄燕芬和张超指出由于行政层级的差异,上级政府以“上收财权”这种集权方式可以挤占低行

政层级城市的财政资源,造成城市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促使流动人口向行政层级更高的城

市集中[６].张丽等的研究发现,２０００年以来地方财政对人口长期迁移的作用进一步增强[７].席鹏辉

和梁若冰认为省以下财政自给率的提高,能够减少上级财政的财政攫取,有利于将新增的财政收入用

于地方公共品供给[８].杨晓军则指出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有利于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９].曾永明

和张利国的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户地双歧视”,农民工的工资率减损更大,这不利于劳动力要素的流

入[１０].丁菊红则指出财政分权程度与户籍管制水平直接相关,且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提高,地区户籍

管制水平会随之降低,人口的流动性会相应提高[１１].此外,黄燕芬和张超指出过高的房价和租金会

成为反向推力,不利于人口流入[６].但张佐敏等人认为地方政府在教育、科技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等方

面的财政支出能够削弱高房价对城市劳动力人口的“驱逐”效应,进而降低人口迁移的成本[１２].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不仅会通过产业结构、房地产价格等间接影响人口流动,还会倒逼财政收

支刚性调整,从而使得财政体制对人口流动性的影响发生变化.钟若愚认为人口老龄化可以推动第

三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劳动力的转移[１３].郭娜和吴敬的研究认为,虽然人口数量的增长的确是推动

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但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减弱这种正向影响使房价下跌[５].另外,赵
彤研究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地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就

会越高[１４].张丽等指出,过度的社会保障支出严重挤占了公共教育支出,相对减少了地方人力资本

的投入,减弱了财政对人口迁移的正向影响[７].甘行琼等则认为要使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够

适应人口流动的趋势,就应该依据事权划分的激励原则,由中央政府承担部分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

支出责任[１５].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我国的财政体制对人口流动性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人口快速老

龄化也会促使财政收支发生变化.但大多文献在分析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的同时,忽
视了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分权的联系,由此得到的政策建议背后的理论逻辑是不够严谨的.基于此,本
文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一是由于地方公共服务主要由基层政府提供,人口流动也以省内为

主,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更为直接,因此本文将省以下财政分权作为研究对象;二是不同的老龄化水

平下,财政支出结构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在这一前提下,相同的财政分权水平下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也并不一致.因而本文将在总结与梳理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人口老龄

化的影响,分析不同老龄化水平下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门限效应.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流动人口规模的动态优化

借鉴Lichtenberg和Ding的理论模型[１６],本文先分析流动人口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在

t期,地区流动人口 Mt与当地的劳动力人口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劳动力人口为 Lt＝θMt,θ＞０.流

动人口为地方官员经济竞争带来的效用为:

Yt＝ALt＝AθMt＝A′Mt (１)
式(１)中,A′＞０,且为常数.这一收益可以被视为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根

据前文所述,地方政府吸引流动人口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棚户区改造等.模型将成本函数记为C
(Mt),且C′()＞０,C″()＞０.杨晓军指出上一期流动人口规模会对当期流动人口规模产生影

响[９],到t＋１期时,地区流动人口规模为:

Mt＋１＝Mt＋γMt＝(１＋γ)Mt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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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中,γ＞０.把地方官员从流动人口 Mt获得的收益记为 V(Mt),则:

V Mt( ) ＝maxRt{A′Mt－C Mt( ) ＋αV Mt＋１( ) } (３)
式(３)中,α表示未来的经济绩效对地方官员的激励程度,０＜α＜１.由于流动人口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地方官员所要面临的流动人口动态优化问题就是在预算约束条件(１)下,通过选择 Mt,使

V(Mt)最大化.
(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引入

在晋升锦标赛中追求更高经济绩效的地方官员,会增加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实现经济的短

期快速增长.安苑和王珺指出当可支配人均财政资源超过一定的门限值后,地方政府才会增加公共

服务支出[１７].因此,本文认为财政收入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或者支出分权程度越低的地区,经济绩

效对地方官员的激励相对较小.假设 M０、M１、M２分别表示财政收入分权水平低、中、高时对流动人

口的需求规模,α０、α１、α２分别表示在相同的支出分权水平、不同的收入分权水平下,未来经济绩效对

地方官员的效用大小,则α２＜α１＜α０.当流动人口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式(３)可以整理得到:

C′ Mt( ) ＝αi C′ Mt＋１( ) ＋A′[ ] (４)
通过变量代换,此Euler方程的稳态水平为:

C′ M０( ) ＝
α０ １＋α１＋α１α２( )

１－α０α１α２ A′ (５)

C′ M１( ) ＝
α１ １＋α２＋α０α２( )

１－α０α１α２ A′ (６)

C′ M２( ) ＝
α２ １＋α０＋α０α１( )

１－α０α１α２ A′ (７)

根据C″()＞０,α２＜α１＜α０,可以证明 M０＞M１＞M２.因此,当财政收入分权水平越低,下级政

府所获得可支配财政资源越少时,对人口流动性的需求则会更大.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１:当财政收入分权水平越高,或者支出分权水平越低时,地区内流动人口的规模越大.
(三)老龄化程度的引入

随着老龄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刚性增长会迫使地方政府减少其他财政支出,导致地区

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下降.本文假定ε１、ε２分别表示老龄化程度较低和较高时,地方政府为吸引流动人

口所增加的机会成本,根据分析可知,ε２＜ε１.因此,修正后的成本函数Cx(Mt)为:

Cx Mt( ) ＝εiC Mt( ) (８)
由于１/ε２＞１/ε１,说明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保持稳定时,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对流动人口的

吸引力会弱于老龄化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影响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设:

H２:不同的老龄化水平下,同一省以下财政分权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一致.

三、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样本选择

(一)研究方法

１．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之一是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无关,但这种假设在现实生

活中是不成立的.固定效应模型不需要基于这种假设,因而更适合于面板分析[１８].为了减少个体特

征和时间效应对模型产生的影响,本文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模型

如下:

Lmigit＝α０＋α１Fedit＋βXit＋λt＋ui＋εit (９)
式(９)中,被解释变量Lmigit为t年地区i的流动人口规模,核心解释变量为Fedit,表示纵向财政

分权指标和横向政府间差异程度,Xit是模型的控制变量,ui、λt为个体、时间的异质性截距项,εit为随

机扰动项.

２．门限效应模型.传统采用分组检验的研究方法,既不能检验门限的个数,更不能有效估计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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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门限值,也无法对不同样本回归结果的差异性进行显著性检验.Hansen提出的非动态面板门

限回归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关于门限的显著性检验,假设只存在一个门限值,本文在式(９)的基础

上建立了不同老龄化水平下财政分权对流动人口的门限效应模型,如下所示[１９]:

Lmigit＝α０＋α１Fedit×I(old＜γ)＋α２Fedit×I(old≥γ)＋βXit＋εit (１０)
式(１０)中,old为门限变量,表示i省份第t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I()为特征函数.γ为门限

值.以上的分析方法仅仅考虑了存在一个门限的情况,但在实际经济分析过程中经常存在多个门限

值.当存在两个门限值时,式(１０)则可以修改为:

Lmigit＝α０＋α１Fedit×I(old≤γ１)＋α２Fedit×I(γ１＜old≤γ２)＋
α３Fedit×I(old＞γ２)＋βXit＋εit (１１)

式(１１)中,门限值γ１＜γ２.根据单门限的估计和检验方法,在假定单门限模型中γ̂１ 为已知的前提

下,再进行γ２的检验.当γ̂２ 对应的门限值残差平方和最小时,再对γ̂２ 进行门限效应的检验.当需要搜

索确认第三个甚至更多个门限值时,可以重复以上步骤,直到拒绝门限效应检验的原假设为止[２０].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杨晓军的研究中采用各省市城区暂住人口数量作为流动人口的代理变量[９],借
鉴这一方法,本文则将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各城区暂住人口数作为流动人口数,并将该数

据取对数,记为Lmig.

２．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指标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分权指标、支出分权指标和自主度指标三类.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统计年鉴、统计局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计算了

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水平,即:

财政收入分权指标Rev＝
省级以下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全省(直辖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财政支出分权指标Exp＝
省级以下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全省(直辖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横向财政关系表现为同级政府间财政自主度的差异,因而本文先计算了各市级政府财政自主度

＝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再根据变异系数的计算方法得到横向政府间财政自主

度差异系数,用Rre表示.

３．门限变量.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老龄化社会标准的定义,本文根据统计局数据库中６５岁及以

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我国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并作为门限变量,用old表示.

４．控制变量.本文将党代会召开的虚拟变量Ppc与人均外商投资直接利用额Pfdi分别代表政治

周期与政府竞争,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当地区党代会在t期召开,Ppcit＝１,否则取０;Pfdi＝地区人

均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年末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统计局数据库.
(三)样本选择

由于２００３年我国中央与地方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进行过调整,因此本文的研究基期定为

２００４年.而湖南、青海、海南、新疆和西藏关于地市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统计数据不全,本文不做考虑.
表１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根据表２模型(１)~(３)的结果可以看出,尽管横向的财政自主度变异系数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

不显著,但我国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指标都能促进流动人口的迁入,即地市级(区县级)政
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越高,或者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越高,当地的流动人口规模都会增

加.从影响系数来看,财政收入分权指标 Rev仅为支出分权指标 Exp的１/３左右,即省以下政府承

担更多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所吸引的流动人口,远大于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所吸引到的规模.

１２１



　表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代码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bs

流动人口规模 Lmig ５．１７６０ １．１２３４ ０．３３６５ ７．７９９９ ３３８
财政收入分权 Rev ０．７３７９ ０．１４３１ ０．３７３９ ０．９７４１ ３３８
财政支出分权 Exp ０．７２５６ ０．１２７８ ０．３３８８ ０．９３２７ ３３８
财产自主度变异系数 Rre ０．３７２７ ０．１４８４ ０．０９８５ ０．８４１８ ３３８
人口老龄化水平 Old ０．０９５０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５４７ ０．１５４０ ３３８
当年党代会 Ppc ０．１８９３ ０．３９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８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
(百万美元/万人) Pfdi ０．２５９９ ０．４０７９ ０．００５７ ３．０３４１ ３３８

　表２ 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流动人口规模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解释变量

Rev ２．０１１０∗∗∗

(０．６７５８)
１．７３００∗∗

(０．７０６０)
１．７４４７∗∗

(０．７０７５)
１．９５４２∗∗∗

(０．６６２１)
１．６９２７∗∗

(０．６９２１)

Exp
５．８９６４∗∗∗

(０．６６３８)
６．２５０９∗∗∗

(０．７１２７)
６．２５２６∗∗∗

(０．７１３６)
５．３９５４∗∗∗

(０．６６２９)
５．７２７５∗∗∗

(０．７１１０)

Rre －０．７００６
(０．５１７１)

－０．６９０６
(０．５１８１)

０．３４４９
(０．５５１１)

－０．６５０８
(０．５０６９)

控制变量

Ppc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６２５)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６１３)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６１３)

Pfdi ０．５７９１∗∗∗

(０．１４８７)
０．９５４９∗∗∗

(０．１７０３)
０．５７５３∗∗∗

(０．１４８６)

常数项α０
－０．５８６３
(０．５０８４)

－０．３７５１
(０．５３１１)

－０．３８３８
(０．５３２０)

－０．３１９４
(０．５２４２)

４．８０７７∗∗∗

(０．２１０５)
－０．１２４５
(０．５２４６)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３３８ ３３８ ３３８ ３３８ ３３８ ３３８
Hausman检验 １６．３７∗∗∗ １８．００∗∗∗ １９．５４∗∗∗ １５．３３∗∗∗ １５．３７∗∗∗ １５．４３∗∗

AdjustR２ ０．３１５８ ０．３１９８ ０．３２０４ ０．３４８６ ０．２１９３ ０．３５２０
PＧvalue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１)∗∗∗、∗∗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２)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为进一步确定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变换控制变量的

方法进行分析.根据模型(４)~(６)结果所示,各指标的显著性影响并没有发生变化,可以认为模型通

过了稳健性检验.
一般来说,财政收入分权水平越高,下级政府所获得的财政资源就越多,改善当地公共服务供给

的意愿和财力就越强,流动人口因此不断迁入.随着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增加,下级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会相对减少,因此不太可能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公共服务,导致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减弱.但根据

模型结果,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对流动人口迁入不仅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种影响还远大于财政收入分

权,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３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分税制改革后,由于行政层级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上级政府通过“上收财权、下放事权”的

方式,使得下级政府只能获得较少的财政收入,同时,承担较多的财政事权.而且越到基层政府,这种

错配现象越为严重.但行政层级越低,追求政治晋升的地方官员越多,政治竞争导致的经济竞争更为

激烈.
其次,当下级政府分享的财政收入一定时,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增加使得可支配财政收入减少,因

此地方政府会更积极主动地招商引资,这就导致了横向的政府间竞争,并且承担的财政事权越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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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激励会越强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政府不仅能够给予社会资本更多的投资机会,还能通过税收优

惠或者提供更低价格的土地等方式降低成本,从而促进社会资本成立更多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

位.而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无论迁往何地,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都不可能

与本地户籍人口相同,因此相对于工作机会,各地公共服务改善对促进流动人口迁入的作用可能十分

有限.在这样的前提下,流动人口会更愿意选择能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或者更高福利待遇的地区.
最后,提高财政支出分权水平,会加大城市与农村之间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承担更多的事

权意味着刚性支出的增加,地方政府会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产出更多的城镇地区,进而拉大城市

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托达罗建立的城乡二元人口流动模型表明,城乡差距越大,流动人口所预期的收

入差异就越大,人口流动的可能性越高[２１].因此,大量农村劳动人口将从农村转移至城镇,以获得更

多的收入.
(二)老龄化背景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人口流动的门限效应

１．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人口流动的门限估计结果.包括上述研究在内的国内大部分文献,都是假

定各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同且不变,因此总人口的流动性是保持稳定的.由于大量流动人口向行

政层级更高、经济发展更好的地区聚集,各个省份的老龄化程度并不一致.在同样的财政分权水平

下,由于老龄化程度的不同而导致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同,会制约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基于此,
本文分别对模型(４)和(５)进行门限效应检验,并估计其门限值,如表３所示.

　　表３ 门限效应检验和门槛值估计

模型(４) 模型(５)

单一门限 双重门槛 单一门限 双重门槛

门槛变量 门限值１ ０．１００８ ０．０７７４ ０．１００８ ０．０７７４

old 门限值２ ０．１００８ ０．１００８

SSE １４４．３９０２ １５１．２１１０ １８５．４５４８ １８１．４８７４

LR检验 ２９．３２０３∗∗∗ ７．１２１７ １８．５１０８∗∗∗ ６．２５２０

BootstrapP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７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０

　　注:(１)∗∗∗、∗∗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２)P值采用bootstrap法重复５００次模拟得出.

　　对模型(４)进行单门槛检验,其LR检验估计量为２９．３２０３,而通过bootstrap法重复５００次得到

的P值为０．００００,说明在１％显著性水平强烈拒绝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

双门槛效应时发现P值并不显著,由此可知模型(４)有且仅有一个门限值.同理,根据检验结果,模
型(５)也只存在单门限效应,并且模型(４)和(５)的人口老龄化门限估计值均为０．１００８.

　　表４　老龄化背景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人口流动的门限估计结果

纵向政府间关系
模型(４)

横向政府间关系
模型(５)

解释变量

Rev
(Old＜０．１００８) ４．１７８２∗∗∗(０．７１８３)
(Old＞０．１００８) －１．２９０４∗(０．７０１６)

Exp
(Old＜０．１００８) １３．３３０１∗∗∗(２．４６２６)
(Old＞０．１００８) －１０．７５５９∗∗∗(２．２８４１)

Rre
(Old＜０．１００８) －１．９７４９∗∗∗(０．５３５５)
(Old＞０．１００８) －０．１３２３(０．４３１２)

控制变量

Ppc －０．１５４７(０．１５５８) －０．２３４４(０．１７５４)

Pfdi １．５０８５∗∗∗(０．１６９０) １．５２９１∗∗∗(０．１７５２)

obs ３３８ ３３８
PＧvalue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１)∗∗∗、∗∗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２)Old为门限
变量人口老龄化水平;(３)括号中数字为标准差.

２．纵向财政关系的门限效应分

析.根据表４模型(４)结果可以看

出,地区老龄化水平达到门限值前,
财政分权对流动人口规模的影响与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一致.但超过老

年人口占比超过门限值后,财政收

入分权指标的影响仅表现出弱显著

性,而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在５％的

显著性水平上对人口流动产生显著

的负向影响,即当地区老龄化水平

超过１０．０８％以后,省级以下政府承

担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越多,不仅不

能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迁入,反而

会导致人口的大量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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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程度加重后,财政支出分权对流动人口规模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

面进行解释:第一,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使得地方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在经

济增速放缓、省市两级政府所分享的财政收入比例一致的前提下,省以下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增加

会减缓空间城镇化的速度,阻碍人口的流入.第二,政府财政投资的减少,并没有削弱对社会投资的

“挤出效应”,反而使得大量资本流出.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这必然

促使企业的用工成本大幅提高,促使企业外迁.最终当地工作机会减少,流动人口也会随之减少.第

三,下级政府承担的财政事权增加,不仅压缩了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也使得地方政府无法获取足够的

资金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进一步限制了当地经济发展.第四,从省际层面来看,中青年劳动力向经

济更发达的省份聚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速、工作机会和工作待遇等都优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

３．横向财政关系的门限效应分析.表４模型(５)的结果表明,地市级(区县级)政府财政自主度变

异系数Rre对流动人口规模也表现出门限效应.周黎安和吴敏指出区域内财政自主度差异程度越

高,省级政府进一步上收财权的可能性越大[２２].当老龄化程度低于１０．０８％时,省级政府上收财权会

使得下级政府财政收入分权指标下降,根据模型(４)财政收入分权的正向促进效应,此时区域内财政

自主度差异水平增加会不利于流动人口的迁入.而且横向自主度变异系数越大,省级政府上收财权

后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就会越多,从而挤占了省级政府用于 GDP增长的财政资源,致使省际间流动

人口减少.当老龄化水平超过１０．０８％后,转移支付增加会降低省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水平,从
而对人口流入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这也减少了省级政府经济建设资金,降低了对省际流动人口的吸

引力,最终导致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老龄化背景下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

证研究,分析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在老龄化门限值前,纵向和横向

财政分权指标都能对人口流动产生显著的影响,不过纵向的财政分权是促进人口的流入,横向的财政

分权却是加快人口的流出;在门限值后,横向财政关系的影响不再显著,纵向财政分权支出指标则表

现出对人口流入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模型结果和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

提高人口流动性.
第一,完善分税制制度安排,合理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

原则,积极推动税权划分.省级政府应根据省以下各个地区老龄化水平,划分各个地区各级政府所应

该承担事权.对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省级政府可以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其次,按照财权与事

权相匹配的原则,对各级政府的税收进行划分.并且可以借鉴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横向转移支付制

度,将一部分增值税收入用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以保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第二,逐步改革户籍制度,给予流动人口市民待遇.首先,户籍制度导致的属地化的管理方式,尽

管使得流动人口难以获得同等的公共服务,但是能将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落实到该级政府.出于短

期内户籍制度大幅调整的可能性并不大,可以按照非户籍常住人口的不同类型,实行差异化的落户政

策,从而增加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机会.其次,对财力欠发达地区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财政转

移支付等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以提高其财政自主水平.最后,中央可以成立相应的社会

调查评价机构,充分采纳当地居民对当地公共服务的意见和评价,将其纳入政治晋升的考核指标中,
提高地方官员对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视程度.

第三,推动落实国家级城市群建设,通过其辐射作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资源的有限和不足

决定了当前我国不能采用平均化的方式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短期我国

应该集中一部分财政资源用于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吸引更多的劳动人口.在

中长期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等方式,实现特大城市、大城市与周边小城市的协同发展,将经

济发达的流动人口逐步引导到中小城市.

４２１



第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调整相关政策.可以按照财政承受能力的强弱,对新生儿童实行相

应的奖励政策.其次,中央应当承担科技、教育等公共产品更多的支出责任,以促进人力资本投入的

增加.再次,积极推动第三方商业养老保险顶层设计,通过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方式鼓励参与商业

养老保险,降低老年人口的养老风险,增加整个家庭的消费需求.最后,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资本的

方式,大力扶持养老产业发展,在满足老龄人口的养老需求的同时,提供更多的工作的机会,吸引劳动

力人口的不断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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